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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密议、密函到明诏:天京事变爆发
的复杂酝酿

———兼辨太平天国的盛衰分水岭问题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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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

［摘 要］ 天京事变的爆发经历了复杂的历史酝酿。经探析，洪、韦、石三巨头“同盟密议”及杨秀清“逼封万岁”事实
存在的可能性很大;并有如下新的见解得出:一、事变前，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同时向天京方向移动，最大可能是接受了
杨秀清的调令，而非过去学界认为的怀揣密诏，秘密回京;二、洪秀全下达的是具有突发性和非正式性的“密函”，而非“密
诏”，“诛杨密诏”并不存在;三、杨秀清被杀的时间被洪秀全人为地前置于 9 月 2 日，“东升日”很可能在 9 月 5 日;四、事变
前夕，洪秀全下达诛杨明诏，诛杨实践发展到“公开声讨”的阶段，并非过去学界认为的洪在事变中一直是暗处操控;五、天
京事变是在必然因素与可变因素的复杂交织中呈现于后人的历史记忆。查其影响，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的折损尚不能以
“盛衰分水岭”定位。太平天国由战略进攻、战略防御转入战略退却并非以一个历史事件为标志，而是经历了由量到质的演
变。太平天国的战略全局是在 1860—1862 年一段时间之内发生转变的。贯穿太平天国始终的权力斗争，其地方内耗的影
响因子尤为不可忽视。
［关键词］ 天京事变;密诏;内讧;分水岭;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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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晨，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102249

太平天国留下了无数谜团和教训。当人们试图归纳“天国”陨落的历史教训时，天京事变往往
被置为首误。后期太平天国的擎天柱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在自述中总结“天国”覆灭的“十误”，称
天京事变为“至大”失误:“误因东王、北王两家相杀”，“误翼王与主不和……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
去”。① 前辈学者对此重要悬案进行了不懈探索，最终形成了以罗尔纲《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
和茅家琦《太平天国通史》为代表的关于天京事变基本经过的主流阐述:洪秀全、韦昌辉、石达开密
议“诛杨”→洪秀全下达“密诏”→杨秀清逼封“万岁”。韦昌辉、秦日纲在陈承瑢的接应下秘密进
京，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二十七日，1856 年 9 月 2 日)凌晨，血案突发。②

还有一些学者的观点颇具挑战性，主要针对杨秀清有无“逼封万岁”一事展开争论。郭毅生认为太
平天国的“万岁观”不同于传统中国社会的皇权观念，杨秀清称“万岁”符合太平天国的体制，并非
篡位。史式认为“逼封万岁”说从史实和情理上都是荒谬的，是事变的罪魁洪秀全制造的政治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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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忠王李秀成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续编》)(二)，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97 页。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太平天国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5 年版，第 239—316 页;
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中)，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49 页。国内、国外学界关于天京事变的论作，多与上述主流
观点大同小异，不一一赘列。



言。①

事实上，天京事变的经过扑朔迷离，许多具体细节至今仍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下。随着太平
天国研究日趋冷淡，更兼史料见底、成果纷杂，鲜有学者再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发掘。而梳理相关史
料可以发现，事变的复杂酝酿期，主要围绕三大疑案展开，即“密议”“逼封”和“密诏”。以下笔者将
根据过去学界关注不足的资料，尝试通过解读诸项疑案，来勾勒这场惨祸的大致轮廓，或可为弄清

天京事变的真相作出新探索。

一 “同盟密议”

杨秀清在天京事变前已经获得“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九
千岁”的称号，②又代“天父”言事，亦人亦神，集俗世与宗教最高权柄于一身，太平天国一切号令，刑
赏生杀，升迁降调，均由杨秀清做主，天王洪秀全徒存其名。③ 他威风张扬，不知自忌，随意凌辱百
官，鞭笞诸王，甚欲借故杖责天王。④《天父圣旨》载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
初九日，1856 年 8 月 15 日)杨秀清最后一次代“天父”传言，“天父”称:“秦日纲帮妖，陈承瑢帮妖，
放煷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⑤这说明天京事变前夕，满
朝文武大都站在杨秀清的对立面，“天父”及其代言人已陷入周围充满敌意的义怒和恐惧中。连敌
对阵营也嗅到了南京城到处弥漫着的诡谲与杀气，张德坚在咸丰五年(1855)就预测“杨贼与昌辉
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⑥ 也就是说，天京事变的惨剧具有必然性，太平天国权力结构的
再调整和权力资源的再分配是必然趋势。于是，一个合力对付东王的“同盟密议”应运而生。
“密议”说的直接来源是《李秀成自述》和《石达开供词》。李秀成在自述中透露了“密议”的相
关信息:“(杨秀清)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北、翼两王不服，君臣不别，东欲专尊，后北与翼
计杀东王。翼与北王密议，单杀东一人，杀其兄弟三人，原清、辅清而已，除此之外，俱不得多杀”，
“东、北、翼三人不和。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
议，独杀东王一人”。⑦ 天京事变爆发时，李秀成只是顶天燕秦日纲麾下一员勇将，无缘参与高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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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郭毅生:《如何评价杨秀清? ———太平天国的“五主”、“八位万岁”与“天京事变”的考察》，《历史研究》1978 年第 6
期;史式:《“逼封万岁”说考谬》，《太平天国史实考》，重庆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3—157 页。

参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88、91、114、179、180、299 页。
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 (三)，神州国光社

1952 年版，第 45—46、102 页。
杨秀清曾两次假天父传言欲打洪秀全，分别见《天父下凡诏书》(二)，《太平天国》(一)，神州国光社 1952 年版，第 30—32

页;王庆成校订《重校〈天兄圣旨〉、〈天父圣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 90
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5 页。

王庆成校订《重校〈天兄圣旨〉、〈天父圣旨〉》(下)，《近代史资料》总 90 号，第 113 页。有学者认为，此段记载不实，系洪
秀全为杨秀清平反后，于《天父圣旨》刊印时的增改，由“天父”之口点出二人“帮妖”，可为洪秀全诛杀秦、陈寻找依据，并开脱责任
(姜涛、卞修跃:《中国近代通史》第 2 卷，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69—470 页)。秦、陈死于内讧。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德
兴阿奏报:“逆首洪秀全因韦逆杀戮太多，于十月初五日计擒韦逆极刑致毙。十一月初一日，石达开复将韦逆之党伪燕王秦日纲、伪
佐天侯陈承瑢等诛死。”(转引自赫治清:《陈承瑢之死史实考辨》，《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 3 辑，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63 页)石达开于十月十七日自宁国回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四］，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1 页)，
秦、陈被处死显系石达开促成，洪秀全完全可以将责任推到石身上。此外，秦、陈是韦昌辉帮凶，洪秀全在诛韦后保全他们，一因“韦
逆之党杀韦逆”之功(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三］，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68 页)，一为保存制衡石达开
的力量。但此时洪已为杨秀清平反，韦、秦、陈“谋害东王，特诛戮以安东王部下之心”(民国《芜湖县志》卷 41“庙祀志·寺观·明
珠庵”，第 8 页 a)，所以洪秀全诛杀他们也在情理法理之中，无需伪造《天父圣旨》行事。杨在宣布秦、陈“帮妖”后没有采取任何举
动比较反常，这不足以证伪“天父”之言，天父传言至为神圣，又有诸多见证者，是可删减而不可伪造的。杨秀清的“反常”，可能有
三方面考虑:一、敲山震虎，引而不发，日后却可随时发难;二、二人位高权重，不宜轻动，杨尚需倚仗;三、罪而不杀，使之感恩戴德，
更加效忠。然适得其反，树立了两个死敌。

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 48 页。
《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续编》(二)，第 350 页。



密，本人亦非事变当事者，他这段观感的来源，最有可能是天王洪秀全或某些“在现场”的天王之王
戚内臣。故他所述的“诛杨密议”中，洪秀全并无责任，只是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二人私下的谋
划，且密议的内容为“独杀东王一人”。身处囚笼的李秀成，曾直斥洪秀全失政，对洪极为不满，如他
确信洪秀全曾牵头组织密议之事，估计是不会为王者讳的。
《石达开供词》①有三个版本———《三略汇编》《骆文忠公奏议》和《蜀燹述略》，②本文以《三略汇
编》之记载为主。③ 石达开则是事变的当事人，知晓内情，他在同治二年(1863)春夏之间大渡河兵
败被俘后的“口供”中，也提到了“密议”:“达开自江南带人到湖北，听闻洪秀全们在金陵彼此疑忌，
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忿气，把
杨秀清杀了。洪秀全又欲杀韦昌辉，达开闻信，回南京与他们排解。”④石达开在口供中隐去了自己
与密议的关系，声称在湖北前线作战并不知情，超脱于兄弟萧墙之祸。如果像他所讲，则密议是由
洪秀全发起，韦昌辉主动请缨杀杨，洪没有立即答应，实欲坐待时机。
李秀成和石达开虽各执一词，但两相印证，“诛杨密议”本身确实存在这一点，似无疑问。分歧

在于李秀成说密议在“万岁事件”之后，石达开称密议在“万岁事件”之前;李秀成说密议参与者为
韦、石而无洪，石达开称密议参与者为洪、韦而无自己。
对比分析一下上述两则自述的说法:李秀成的消息来源，应是事变的胜利者洪秀全一方，这些

人为洪秀全撇清与“诛杨密议”的关系可以理解，因为“诛杨”后不久，洪秀全又率众诛杀韦昌辉，公
开为杨秀清“平反”了。但如真的只是韦、石二人密议，洪秀全一方何以知晓? 事发后，韦昌辉和石
达开出于各自切身利益都不会承认有过私下密议。石达开的口供以自身为立场，对重要情节有所
隐讳，其声称洪、韦密议消息是他在湖北督师时“听闻”而得，这本身就有问题。因为石达开在强调
本人与密议无关的同时，忽视了韦昌辉此时也被杨秀清派到江西督师的事实，韦并没有与天王密议

的时间;另一方面，洪、韦密议如此机要且风险极高之事，坐镇天京、遍布耳目的杨秀清丝毫未察觉，
又怎会在事变发生前一段时间轻易走漏风声，流传至千里之外湖北前线的石达开军营呢? 那洪杨

内讧的征兆就不会仅存在于清方侦探的预言中，而必成为清朝官方档案奏报的坐实之事了。石达
开又是怎么知道、又怎会轻信韦昌辉主动请命杀杨秀清，而洪秀全“口中不肯”、故弄玄虚这样秘密
商议的具体细节的? 如果石达开是在事变发生后从洪秀全本人或其他渠道得知洪、韦密议的信息，
他完全没有必要错置时间、地点，在供词中强调自己当时身在湖北，也无必要明确声明所有内讧信
息包括密议、逼封和诛杨均是他在湖北督师时的“听闻”。
以常理论，“诛杨密议”的发起人和参与者，绝不像李秀成所言，仅限于韦昌辉和石达开两人之

间，没有“万岁”天王洪秀全的组织(至少是认可)，韦、石私下密议诛杀为“天父”代言的东王九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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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有学者认为《石达开供词》是骆秉章邀功伪造，见孟彭兴:《石达开“自述”质疑》，《史林》1994 年第 2 期。该文本非石达开
亲笔，乃其口述，由官吏笔录而成。石达开操客家话，记录者或有误记;供词又被清方删改，所以有不合原意之处，然其真实性毋庸
置疑。

毛祥麟《三略汇编》，成书于同治五年(1866)，本文所引采自刘永翔等整理《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版);《骆文忠公奏议》中的自述，见《太平天国》(二)(神州国光社 1952 年版，第 780—786 页);余鸿观《蜀燹述略》，成书于
光绪二十七年(1901)，本文所引采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07)(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9 年版)。

有学者认为《三略汇编·粤逆记略》中的“石达开自述”是毛祥麟根据《骆文忠公奏议》中《生擒石逆疏》附件《石达开原
供》增删改造而成的一个错讹兼备的别本(孟彭兴、周元高:《关于〈三略汇编·粤逆记略〉》，《史学月刊》1981 年第 6 期)。毛祥麟
版《石达开供词》的刊印时间略晚于骆秉章具奏日(同治二年六月)，却早于《骆文忠公奏议(川中稿)》(同治十年)，仍属原始资料。
且尚无充分证据证明毛祥麟版供词以骆秉章奏折为母本，从语言和内容分析，毛祥麟版供词更像是骆秉章所奏供词的原始记录。
而毛祥麟版供词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如洪秀全对诛杨一事的心态;若干细节的描述更为具体合理，如诛杨后洪、韦、石三王政
治利益的再分配和权力斗争。考虑到三个版本在主要内容上大致相同，所以使用《三略汇编》的版本，同时参照《骆文忠公奏议》辑
录的供词才较稳妥。

毛祥麟:《三略汇编》，《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第 935 页。骆秉章所奏供词称“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
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这不合史实也违背逻辑。洪秀全可以拒绝韦的请求，但他权欲极强，不会也无必要
再愚蠢地主动加重杨的权柄;从“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看，这表述的仍是毛祥麟版供词“洪秀全欲擒故纵，故意加封杨秀
清以激怒韦昌辉”的意思。



岁，那是大逆之罪。一旦计划实施时遭洪秀全反对，韦、石师出无名，处境将十分危险。事情的经过
可能是:洪秀全因不堪杨秀清变本加厉凌辱自己，首先找来对杨积怨已深的韦、石二人商议对策，目
的在于试探他们的态度。太平天国起事之初所封五王，如今只余东、北、翼三王，洪秀全欲解决权势
熏天的杨秀清，以三敌一，方能更有把握。
大约在咸丰六年五月(1856 年 6 月)，即太平军第一次击破江南大营前后，韦、石奉命离京之

前，此时韦昌辉和石达开均因参与此次重大军事行动暂留天京听调，对洪秀全来说，这是组织“诛杨
密议”的最佳时机———而按照李秀成的说法，密议的时间在后来的杨秀清“封万岁”事件之后，而此
时洪、韦、石其实并无谋面时机，韦昌辉在江西前线督师，石达开正率军支援武汉。洪秀全等制造时
间错置的消息，意在塑造因“东欲专尊”而韦、石不服，遂私下串联“一怒于东”的假象，企图撇清洪
秀全指使杀杨的嫌疑，但洪及其拥护者却忽视了“东欲专尊”的最大受害人不是韦、石而是洪自己的
事实。
在密议会场，韦昌辉和石达开都看出洪“本欲杀杨”，韦干脆请求勤王靖难，洪秀全假称不忍，

“口中不肯”。洪秀全所做的这一切，都被在场的石达开视作玩弄政治权术，尽管他最终附和“诛
杨”，心底里却认定，洪秀全乃是天京事变的真正祸魁。从洪秀全的角度说，他不会直接抛出“诛
杨”计划，因要防备韦、石泄密，而此时杨秀清羽翼丰满，反形未露，“诛杨”时机尚不成熟。三人密
议至最后，洪要北、翼二王静观势态变化，于是“诛杨”行动刚刚开启便被搁置。但此番三巨头密议，
却迈出了“诛杨”行动的关键一步，三王同盟，彼此心照不宣但心心相印，诛杀杨秀清只是时间问题
而已。

二 “逼封万岁”

东王杨秀清“逼封万岁”，学界历来视为触发“天京事变”的直接导火索。“逼封”一说，从太平
天国方面的记载来看，仅见于忠王李秀成兵败被俘后的自述:“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
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①还有“加
封万岁”的说法，来自翼王石达开被俘后的口供:“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
岁，韦昌辉忿气，把杨秀清杀了。”②

还有清朝方面的两种说法:咸丰六年九月两江总督怡良奏称:“又有云八月十二日杨逆向洪逆
索取伪印，意图并吞，洪逆将韦逆调回，杀死杨逆及其亲属。”但怡良对此并不确信，又奏“所闻不一，
而其内乱则不为无因”。③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载:“杨秀清素以洪秀全为赘疣，至是阴有自立
意，令其下呼以万岁。”④“索取印信”和“自称万岁”对杨秀清的政治作为没有实质性帮助，反而会使
杨失去进阶的合法性。两说均经不得推敲，弃之不论。
石达开与李秀成，分别为太平天国前期及后期的中枢重臣，石更是事变的当事人之一，他们都

“供认”有封杨秀清“万岁”之举，可以互相印证，确有其事。问题在于是洪秀全主动“加封”还是杨
秀清“逼封”，一字之差，暗含无限玄机。
李秀成的说法来源于天王的支持者或事变的亲历者，李因此站在洪的立场上认定杨秀清“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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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续编》(二)，第 350 页。
毛祥麟:《三略汇编》，《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第 935 页。骆秉章所奏《石达开供词》记为“转加杨秀清伪号”，未直陈

是“万岁”称号。据咸丰八年《颁行历书》(形成于咸丰七年十月)，杨秀清(已故)的头衔是“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劝慰师
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颁行历书》［八年］，《太平天国》(一)，第 193 页)，比其生前称号多了“传天父上主皇上帝
真神真圣旨”一处。这仅是洪秀全对杨秀清生前持有的天父代言人身份的重新确认，无新的实质性封赐。所以“伪号”应为“万
岁”，在皇权社会里，“万岁”是皇帝专享，骆秉章不便直陈上奏而改为贬称。

《两江总督怡良奏覆金陵内讧实情并拟派间谍设法离散情形片》(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
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以下简称《镇压档》)第 18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56 页。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 1 册，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77—78 页。



封万岁”。如非事实，传述此信息者不敢对“圣灵”兼“天父”代言人妄议并定“逼封”之论，因为杨秀
清在事变后不久即被洪秀全恢复了神格和名誉，重新塑造为忠臣的楷模。
“逼封万岁”之说，同样见于“天京事变”时期撰写的文人笔记《金陵省难纪略》和《金陵杂
记》。① 两书所录“逼封万岁”的具体情节略有不同，但均记载了杨秀清逼洪秀全亲到东王府的细
节，《金陵省难纪略》记杨秀清“召洪贼至”，②《金陵杂记》载洪秀全“入东巢”。③ 据太平天国官书
《天父圣旨》和《天父下凡诏书》所载，由东王杨秀清代言的“天父”下凡如需传谕天王，一般惯例是
东王到天王府“传达”。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天父圣旨》所载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杨秀清最后一次
代“天父”传言:“午时，天王御驾至九重天府(东王府)。”④此时离“天京事变”爆发，杨秀清被杀，只
有短短半个多月了。由此可进一步印证，李秀成自述及上述两书提及的天王亲赴东王府之行，并非
虚构。
石达开所述洪秀全主动“加封”杨秀清以激变韦昌辉的说法则不尽合理。它更多是表明石达开

对洪秀全玩弄政治权术很是反感，他当年被迫出走，以致最终兵败，正是身受其害之故。首先，既然
石口供称“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韦主动请缨，说明早有“诛杨”决心，洪秀全根本没有必要再
搞“加封”来故意刺激韦;其次，“加封万岁”如此大事绝非儿戏，如果韦没有被激怒，洪何以善后?
第三，洪秀全本人权欲极强，他将军政交付于杨实属无奈，绝不会再主动出让天子名器和帝王专

称———这是仅为洪本人保留下来的一项特权。⑤

当然，李秀成与石达开的两种说法，也不完全矛盾。“逼封”是前提，“加封”是结果，风头正劲
的杨秀清采取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老谋深算的洪秀全则还以“故意加封”的政治阴谋———麻痹政
敌，拖延时间，⑥二者互为因果。只是李秀成着重叙述了“因”，而石达开却以“果”为因。
不少学者认为“天父”传言应有圣旨为凭，但现存《天父圣旨》对“逼封万岁”的记载付之阙如，

因此很难证实这段史事。⑦ 现存英国图书馆的《天父圣旨》(1 册)和《天兄圣旨》(2 册)是太平天国
后期经洪秀全删改、审校后重新刊印的，不利于他统治的内容可能被抹掉。毕竟兄弟萧墙之祸是不
光彩的，洪秀全对天京事变一直讳莫如深。
有学者认为太平天国存在多位“万岁”并存的体制，如洪秀全在后期塑造的“爷哥朕幼光明东

西”八位“万岁”，所以杨秀清晋位“万岁”并非僭越，他没有必要逼封。⑧ 我们不能拿太平天国后来
的历史比附太平天国早先的历史，而且后来荣封“万岁”的八位，或为天王嫡亲，或早已谢世，他们只
是人世间的征象，并不能危及天王皇权。因此，杨秀清的“万岁”称号可在死后获得但绝不能在生前
享用。此说不足以否定“逼封万岁”。
还有学者认为，“逼封万岁”是洪秀全为“诛杨”寻找法理依据而制造的政治谣言。“逼封”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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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两书成书之时事变尚未结束，史料价值颇高。两位作者都曾在天京生活过，但所录天京事变诸情节是“闻之于遇难播迁之
人及被掳脱逃之辈”或“访闻确切得以附入”，并非亲身经历。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四)，神州国光社 1952 年版，第
640、685 页。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第 703 页。
涤浮道人(知非子):《金陵杂记》，《太平天国》(四)，第 640 页。
王庆成校订《重校〈天兄圣旨〉、〈天父圣旨〉》(下)，《近代史资料》总 90 号，第 113 页。
孔飞力:《太平军叛乱》，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86—287 页。
后人对洪秀全的心态亦有洞察。王韬记“洪逆佯喜，许之，期以八月”(王韬:《瓮牖余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三编》［606］，台北文海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0 页);李滨记“洪逆佯许之，期以远日，密召……”(李滨:《中兴别记》，太平天国历
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 2 册上，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459 页);李圭记“洪逆佯喜，许之，期以八月东贼生日为始”(李
圭:《金陵兵事汇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8 页)。一个“佯”字很能说
明问题。

王庆成指出:“从《天兄圣旨》卷首的‘诏书总目’二十九部，可推知此册《天兄圣旨》当印行于 1860 年。但两书均有铲版痕
迹，初刻始于何时，现难确知。”王庆成:《记几种新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献》，《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1 年第 1 期(总 359 期)，国
学网:http: / /www． guoxue． com /gjzl /gj364 /gJ_02． htm，2001 年 6 月 27 日。

参郭毅生:《如何评价杨秀清? ———太平天国的“五主”、“八位万岁”与“天京事变”的考察》，《历史研究》1978 年第 6 期。



是政治谣言，先要看它立不立得住脚。“封万岁”是天京朝中的大事，每次“天父”传言也非同小可，
两者肯定不能偷偷摸摸私下进行，都应该有现场见证人，如果只是谣言，早晚不攻自破。史料记载，
韦昌辉在“诛杨”后到处张贴告示公布杨秀清的罪名，如“窃据神器，妄称万岁”、①“谋逆希僭大号”②

等等。也就是说，韦昌辉(以及居于幕后的洪秀全)指责杨秀清犯的罪是“自居万岁”，而非“逼封万
岁”。“自居万岁”无疑是大逆不道，“逼封万岁”的行为虽然僭越，但只要经天王公开同意“加封”，
这个“万岁”称号就是既成事实，至少在程序上合法。所以，“诛杨”之初，无论韦昌辉还是洪秀全，
都不愿承认“逼封万岁”这一事实，自然更不会主动“制造”这类谣言。
在韦昌辉发动“诛杨”之役两个月后，即咸丰六年十月，他自己也因为“滥杀”罪名而伏诛，洪秀

全出面“主持公道”，为杨秀清平反。“诛韦”也需要公开正当的理由，妄杀东王就是最好的理由。
因此，洪秀全迅速恢复了杨秀清生前的神格和名誉，并屡有“加封”。③ 在咸丰十一年(1861)或稍早
一些，洪秀全御用玉玺上出现了“八位万岁”一词，如果“八位万岁”中确含已死去多年的杨秀清，这
意味着洪承认了杨的“万岁”称号。天国忠臣“逼封万岁”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洪秀全日后重印
《天父圣旨》时干脆删掉了这一节———杨秀清“逼封万岁”系借“天父”传言行事，最初理应记录于
《天父圣旨》中。
综上所述，不管事变当时还是事变之后，洪秀全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刻意宣扬“逼封”之事，更遑

论主动制造谣言。
天京事变发生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告密”事件，见于自称事变目击者爱尔兰水手肯能(Can-

ny)的口述。④ 肯能说:“杨秀清的一名亲信部将，不知何故，觉得理应向天王洪秀全告密，天王立即
诏谕他的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当时外出在安徽［按，实为江西］)火速班师勤王，其目的首先在于

保护天王本人的生命，其次在于剿灭阴谋篡位者”，⑤“据相信，他(按，东王)一直抱着谋害天王、篡
夺最高统治宝座的阴谋……他为一个高级的共谋者所出卖，后者把他的妄图篡夺的阴谋向天王告
密，表示愿负扫除奸党的重任”。⑥ 肯能还指出告密者是“第八位”———应为掌握天京通讯的朝内官
领袖佐天侯陈承瑢。陈曾因“牧马人事件”被杨秀清杖责，在东王府理事却屡遭杨打压，是反杨同盟
中坚定的一员。⑦“告密”之事也经洪秀全证实，他在《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中朦胧地解释了
杨秀清之死的原因———“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⑧ “朝观”指天朝宫殿，“期至朝观遭
陷害”是指有人在洪秀全面前陷害杨秀清。
有人认为，“告密”和“逼封万岁”两说互相矛盾:如杨秀清确曾当众逼洪秀全封其“万岁”，篡逆

之心既露，便无“密”可告;“告密”既实，说明杨秀清还在秘密活动，没有公开“逼封”。然杨秀清“逼
封万岁”并没有对洪秀全动杀机，或还没有危及洪的性命，而据肯能口述，陈承瑢所告之“密”是东
王“欲弑天王”。此亦见诸其他史料。《瓮牖余谈》载:“顾东贼虑洪逆之不能容也，潜欲作难而未

·28·

《史林》3 /201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吴熙致吴煦函》(1856 年 10 月 18 日)，《吴煦档案选编》(四)，第 116 页。
李圭:《金陵兵事汇略》，《太平天国续编》(四)，第 269 页。
咸丰十一年二月，洪秀全颁布《永定印衔诏》，杨秀清衔号为:“传天父上主真神真圣旨圣神上帝之风雷劝慰师后师左辅正

军师顶天扶朝纲东王”。(《天王永定印衔诏》，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3
页。)

香港《中国陆上之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和上海《北华捷报》(The North － China Herald)所刊肯能的口述，已为
众多史家证实作伪。笔者认为，由于肯能文化水平不高，爱慕虚名，在口述时难免夸大情节，抬高身价，但也不能以伪书视之而熟视
无睹，毕竟变乱之中误记难免，尚可为其他史料之佐证。

裨治文:《关于东王北王内讧的通讯报道》，章克生译，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 2 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74 页。

麦高文:《东王北王内讧事件始末》，章克生译，《太平天国史译丛》第 2 辑，第 85 页。
“牧马人事件”，见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四)，第 671 页;陈承瑢遭杨秀清惩处，见王庆成校订《重校

〈天兄圣旨〉、〈天父圣旨〉》(下)，《近代史资料》总 90 号，第 92、113 页。
《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42 页。



发。其信任之左右，私往白洪逆。”①《星烈日记》载:“先是秀清带甲士三百人，入伪朝欲行弑。”②洪
秀全大惧，因之加速了事变进程。
唯一详细记录“逼封万岁”时间的是李滨的《中兴别记》，载其时为咸丰六年七月丁丑日即二十

二日(1856 年 8 月 22 日)，并称洪秀全假意许诺在八月二十五日杨秀清生日那天正式晋其为“万
岁”，但未知李滨所据。③ 其实，《天父圣旨》所记“天父”最后一次下凡传言的时间———咸丰六年七
月十五日(1856 年 8 月 15 日)，更可能是杨秀清“逼封万岁”的确切时间。④ 首先，“天王御驾至九重
天府”这一重要且特殊的细节与李秀成、张汝南、知非子等人所记吻合。⑤ 其次，“天父”传天王亲至
东王府却只留下“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14 个字，似乎小题大做，言犹未尽，可能与洪
秀全的删改有关。第三，此时清军江南大营统帅向荣死亡的消息刚刚传入天京———向荣死于咸丰
六年七月初九日(1856 年 8 月 9 日)，杨秀清自以为大敌已去，外部危机解除，同时首义诸王又被他
调离天京，可谓既无后顾之忧，又无掣肘之患，对杨来说确实是个不错的时机。
至于权倾天国朝野的杨秀清，为什么会“逼封万岁”，反而使自己走上绝路呢? 长期研究太平天

国史的日本学者小岛晋治认为，“从《天父圣旨》的记载看，似乎是东王鉴于天王和高官们对自己的
愤懑情绪日益高涨而深感不安，因此要求得到与天王同等至高的地位”。⑥ 菊池秀明也指出，“杨秀
清为自己独裁所招致的不满心存恐惧，因此想借得到与天王同等的地位来压制洪秀全对他的不满。
但他的这一行动反而激怒了洪秀全”。⑦ 发泄怒火和消弭恐惧可能仅是杨秀清急欲晋位“万岁”的
重要原因之一。历来思虑周密、行事果断且掌控天京内外军政实权的杨秀清，在重大危险逼近之
时，不但没有及时察觉洪、韦、石三巨头“同盟密议”的存在，采取任何应变措施，反而继续肆无忌惮
地向天王权威挑衅，所倚仗者，仍是自以为无往而不利的“天父代言人”身份。
杨秀清在事变前的一系列行为可用“自负”来解释。事变前，杨秀清竟把自己最亲信的能战部

队调离天京。李滨《中兴别记》载:“杨秀清以湖南援江西军甚劲，发江宁悍贼万人，令伪国宗杨义
清、杨辅清、李大华等率之，自安庆、九江以趋瑞州。”⑧这支部队原驻扎于天京城北清凉山、虎贲山等
地，专司拱卫京畿。事变发生后，杨秀清集团瞬间土崩瓦解，足见杨在天京毫无防备。李秀成认为
杨秀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⑨这应是当时太平天国的供职者在长期高压政
治下形成的对杨较为一致的感观。

三 “秘密回京”

过去学界认定韦昌辉、秦日纲奉洪秀全密诏秘密潜回天京“诛杨”。考察一下韦昌辉、石达开、
秦日纲三人在事变前的具体军事行动，或可从中获取线索。
先看韦昌辉。事变前，韦昌辉奉杨秀清军令主持江西军务，他先是坐镇湖口，后又督师瑞州。

咸丰六年八月清督办江北军务德兴阿奏报:“八月初六日(9 月 4 日)，督勇擒获割稻贼首伪旅帅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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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亲至东王府的细节非常特殊，也经肯能确认:“从可靠方面得知定都天京后，天王曾经有一次驾临东王府。”(麦高文:

《东王北王内讧事件始末》，《太平天国史译丛》第 2 辑，第 84 页)肯能也向雷诺兹口述此事:“有一次，第一位为解决一些争议而来
到第二位的宫殿，当时我们也在场。”(《“在南京生活数月的两名欧洲人”的叙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九］，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8 页)但据肯能接下来所述颇具戏剧性的情境，并比照他对麦高文转述是“从可靠方面得知”的消
息，肯能“当时我们也在场”这句话是为提高可信度而说的谎话。

小岛晋治:《洪秀全と太平天国》，岩波书店 2001 年版，第 216 页。
菊池秀明:《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马晓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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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际一名，供出伪北王韦姓于本月初二日(8 月 31 日)自上江败回，带有逆船二百余只下驶，已由金
陵登岸，稍息数日，即分路攻扑浦六营盘。”①韦昌辉在八月初二日(8 月 31 日)返回天京。德兴阿的
奏报据署江浦县知县袁瑞麟禀称，又与浦口安勇、穆克登额、罗玉斌及六合县温绍原所呈探报相符，
可知大致无误。
韦昌辉率部回到天京，时人张汝南记:“东贼军令，凡伪官率众出而败回者，不准入城，必待寇他

处获利乃许入。时北贼寇江西败回，亦不准入，颇怀愤怨。”②在江海关英方司税李泰国(H． N． Lay)
1856 年 11 月 4 日写给英国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约翰·包令( John Bowring)的一封信中，李泰国讲
述了与“一位今日逃离南京之人”的会面:“他向我讲述了许多有关南京的情况。其中，他毫无保留
地谈了杨秀清与北王互相猜忌的详情，诸如杨秀清某次如何关闭城门以对付北王，但 10 天后又重
新打开了城门;在此期间，其他首领举行秘密会议，在这两个对手之间作出抉择，结果决定反对杨秀

清，判处他死刑;杨秀清和所有姓杨的人因而都被处死。”李泰国对这位南京人的叙述“总体上倾向
于相信”，因为这个人“始终都很直率，并没有急不可待要讲给人听的样子，有些事情他知道，有些他
并不知道，但无论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他都简要明了地说明其缘由”。③ 这位南京城内逃出的难民证
实了张汝南的记载，杨秀清确实已知韦昌辉“回京”，但不准其部入城。④

据德兴阿奏报，杨秀清令韦昌辉所部“稍息数日，即分路攻扑浦六营盘”，韦接受了新的指令。
被俘的旅帅谭盛际专供北王行踪并对其军事行动和战略意图非常清楚，他的供词当可靠。另外，
“分路攻扑浦六营盘”的战略在其他太平军口供等资料中得到印证，德兴阿又奏:七月二十八日，清
军在观音门外与太平军交火，“阵擒活贼五名，余解送六合县审讯。据供:杨逆定计分起先破浦口观
音门水师，即便顺流逼扰六合、仪征，以通北岸瓜州往来之路”。⑤ 时人刘贵曾于咸丰六年被太平军
掳去，随军在镇江、扬州、仪征等地活动，据其口述而成的《余生纪略》载:“(咸丰六年六月十七日)
军帅随伪将军赴丹阳，将军之子不识字，凡有安徽等处文书，皆迫予读。是日接伪总制咨文，自安徽
来，上有攻陷丹阳，分兵再陷扬州之语。午后又接伪东王羽檄，云如丹阳不下，则将二十四丞相正
法，丹阳既下，即长驱苏、杭，分兵攻扬州，以联络声势。”⑥浦口、六合、仪征、瓜州、扬州皆江北重镇，
天京北面锁钥。可见在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杨秀清又制订了“规取江北，长驱苏杭”的战略计
划。肯能口述称:“我们听说东王已下令北王将其部队从原来的驻地分调到不同的地点”，⑦韦昌辉
返回天京可能即与杨秀清的这一战略规划有关。
另外，若韦昌辉是秘密回京，他仅带本部人马悄然行动即可，又怎会带着二百余艘战船，3 000

多名将士浩浩荡荡沿江而下，岂非有公然带重兵围攻天京之嫌? 坐镇京门的杨秀清又怎能没有得

到任何情报，他又怎会对此坐视不顾? 所以，传统上认为韦昌辉秘密回京的观点值得商榷，最有可

能是奉了杨秀清的调令;杨不但知道韦回京，还给他下达了“稍息数日，攻打浦六营盘”的命令。这
些都属于杨秀清正常的军事部署，是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韦昌辉没有任何违规之处。
在攻破江南大营后，石达开督师赴援武汉。咸丰六年八月初六日(1856 年 9 月 4 日)，湘军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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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宾所部在鲁家巷发动进攻，太平军“不敢出壁垒半步，惟放枪炮以御之”;①是夜三更，石达开率军
自鲁家巷撤退，次日黎明遭湘军追击，太平军后队损失颇重，遗弃大批军资、武器。石达开率军万余
自大冶、兴国东返，他的岳父卫天侯黄玉崑率军自江西临江至兴国与之会合，后同至安庆停驻。石
达开突然从武汉前线撤军，连湖广总督官文都略感莫名，他奏称“贼情诡秘，尚宜严防”，②过去学界
认为石达开接到了洪秀全的密诏或者听到了天京内讧的消息。
传统上认为，天京事变于八月初四日(9 月 2 日)凌晨发生。在不足三天的时间里，事变爆发的

消息不可能传到湖北。据方玉润《星烈日记》记载，天京事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前线是在公历 10 月下
旬，方玉润亲历戎间，是武汉战事的当事人，所记应该无误。他在咸丰六年十月初七日(1856 年 11
月 4 日)的日记中说:“中丞(胡林翼)前数日射书入武昌、汉阳城，劝贼归降。贼亦复书云:‘我东王
之所以被杀也，乃其有篡弑之心，故北王讨之，戮其全家。今翼王与北王已除大憝，南京已定，不日
大兵将来救援，尔等妖兵，死无日矣!’”③

左宗棠后来认为石达开突然撤兵是因“其时亦正值金陵内变，石逆急于回顾”，④这是左宗棠根
据既成事实的推测。就算突然接到密诏，此时尚以大局为重的石达开会不会立即撤兵还需考虑。
我们不能以石达开突然撤兵作为石接到密诏的依据，这样颠倒了历史事件的因果。石达开同时从
湖北和江西两个方向调遣军团，如此大规模军事行动，在杨秀清时代如没有天京方面的军令是很难

顺利执行的。
八月初七日(9 月 5 日)，湘军将领李续宾获悉，“据生擒扬州被掳文生胡光汉供称:石逆与林启

荣均已调赴南京”;这一口供被清军情报证实，“近日报探亦然”。⑤ 天京事变发生后，石达开在宁国
主持军务，派大批船队“蔽江而下”，“筹议攻打浦口、六合”;据署江浦县袁瑞麟探报:“江浦城内贼
党近接首逆伪檄，令其诱攻浦口营盘，即便乘隙直扰六合。”⑥这仍是事变前杨秀清“规取江北”战略
的继续执行。因此，石达开很有可能是被杨秀清调去参与新的战略计划。当石达开率军进至安庆
时，应该接到了事变消息，于是停止向天京进发，选择在赣皖间逗留观望;但同时他并未将精力全部

用来注视内讧，仍然多次组织有生力量上济武汉，足见其此时顾全大局。⑦

秦日纲在攻破江南大营后，奉令攻打丹阳、金坛。两江总督怡良奏陈:“惟目前之急，尤在金坛。
攸关下窜常苏、内犯浙杭之路，且与溧阳紧相接壤，于东坝、溧水一带贼势尤易联络沟通。上至江镇
两城，亦更可肆行无阻。”⑧可见太平军攻打金坛也是杨秀清“规取江北，长驱苏杭”战略计划的一部
分。又据怡良奏，八月初五日(9 月 3 日)夜间，太平军自金坛撤围，“一走向句容，一由茅山南路旁
窜”，⑨传统观点认为秦日纲此时正在天京城中挥舞屠刀，参与内讧。但事实上，秦日纲提前离开前
线，私自赶赴天京的可能性不大。
就在撤围金坛的当日，太平军还出动五六千人，“分作三股前来攻扑”，“有黄衣贼目骑马往来

左右指挥，其势甚属凶悍”;失利后，太平军仍“恃其墙高濠阔，负隅死守，垒内打出炮石如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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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之受伤者亦复不少”。① 清方战报多讳败为胜，很少记载损失“不少”，怡良所奏应该属实。在主
帅秦日纲带领精兵前赴天京的情况下，三军无主的太平军在撤围金坛前很难保持如此高涨的声势。
太平军以强攻掩护撤军的实际军事行动也说明撤围金坛是有计划、有准备的军事部署。
李秀成在自述中多自诩己才，宣扬他力挽狂澜之功，如太平军确在无统帅无军令的情形下安然

撤退，岂非李秀成自诩的优选案例? 秦日纲也不可能只身回京，他必从金坛前线的部队中挑选精兵

带走，②李秀成身为统兵大将，又岂能对此重要军情一无所知? 但他在自述中完全没有提及。关键
是秦日纲本人在八月初五日(9 月 3 日)还在金坛现身。怡良根据 20 名被俘太平军口供确指:八月
初五日“巨逆秦日纲在望楼被我兵火箭射死”。③ 秦日纲战死虽不符实情，但可知秦在八月初五日仍
在金坛露面，并且在战斗中负伤，为众多普通士兵所见所知。
对撤围金坛的军事行动，在杨秀清时期“令行禁止”“臂指自如”的军政体制下，④若无东王诰谕，几

乎无法成行，秦日纲亦不能服众，毕竟他手下还节制有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余正兴、周胜坤五丞相
的数万将士，⑤这些不全是秦的势力。另据肯能口述，东王“命令驻扎在丹阳(实为金坛———笔者按)的
秦日纲开往安徽”。⑥ 所以秦日纲很可能是在接到杨秀清调令之后回京的，一方面述职，一方面参与战
区指挥调动;同时又因金坛久攻不下，杨秀清对金坛前线太平军下达撤军命令，以备新的作战任务。
而怡良所奏金坛之战后“一走向句容”的太平军应是李秀成等五丞相兵马，李秀成也自述撤围后太平
军“移营回扎丁角村，离句容廿五里所屯”;⑦而“一由茅山南路旁窜”的太平军当是秦日纲所率亲兵。
秦日纲是在完成了撤围金坛的战略任务后返回天京的，并非是置大军于不顾的秘密行动。
综上，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三人率军同时向天京方向移动，最大可能是接受了杨秀清的调

令。杨秀清惯于对重要将领分而治之。攻破江南大营后，他唯恐石达开在江西形成稳固的实力集
团，所以调动石赴湖北前线，而派地位高于石达开的韦昌辉去江西督师;他又不放心韦昌辉，继而派

国宗杨辅清、杨宜清带兵进入江西;他担心久据武昌的韦昌辉亲弟韦俊在湖北形成实力集团，派石
达开入鄂亦有监督韦俊之意;秦日纲全权负责天京东线镇江、句容一带的战事，但他能力有限，不但
没有肃清江北清军，彻底打垮江南大营残部，就连小小的金坛县城也没有拿下，严重阻滞了杨秀清

“长驱苏杭”的战略计划。所以，在事变前，杨秀清再次调整了全局的战略规划:调遣作战能力颇强
的石达开兵团负责东线战事———石达开兵团应是开辟苏南的主力;韦昌辉兵团规取江北、配合石达
开兵团，并重新负责天京防务;秦日纲兵团开赴上游防守安徽，支援赣、鄂。杨秀清的主要目的在于
集中力量攻取苏南，可以想见，如果天京事变没有发生，太平军有可能兵锋直逼苏浙了。

四 “诛杨密诏”

韦、石、秦三王是否可能在接到杨秀清调令的同时也接到了洪秀全的靖难密诏呢? 在杨秀清逼
封万岁和陈承瑢密告杨欲弑君之后，洪秀全如坐针毡，无时无刻不在设法寻找勤王靖难的生力军，

但他不会分别给远在江西、湖北、金坛的韦、石、秦投书，这种做法太冒险且不可靠，毕竟三王正在前
线浴血拼杀，战争时空不断转换，密诏如何准确下达? 远在天京深宫中的洪秀全又如何能得知三王

所在的确切位置? 倘事情败露反而会引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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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昌辉的到来使洪秀全看到了希望。对杨秀清芥蒂颇深的韦昌辉如今带兵驻扎城外，讯息旦
夕可达，又有掌握天京通信的朝内官领袖佐天侯陈承瑢接应，此时密令韦昌辉入城诛杨最现实也较

妥善。张汝南所撰《金陵省难纪略》记:“时北贼寇江西败回，亦不准入，颇怀愤怒，得洪贼函，即晚
率三千余人遽入南门，趋围东贼宅。”①张汝南所述洪秀全给韦昌辉下达的是“密函”而非“密诏”。
英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某位颇知太平天国内情的太平军官员供词《粤匪起首根由》证实了这一点:
“天王回府即写蜜(密)文一封，一道付北王韦子敬(昌辉)吊(调)回。”②这份“密函”一定存在，否则
韦昌辉不敢贸然行动。
需要补充的是，天王诏旨极不易伪造，从起草到颁布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则和程序，印玺及供书

写用的黄缎都是天王专用之物，密诏亦同，一旦事泄，洪秀全无以自保，难以辩解。张德坚《贼情汇
纂》记:天王诏旨“用数尺黄稠画朱格，首行列天王诏旨四字，余系洪逆亲书天王诏曰云云，虽钦此二
字，亦系自写。其黄稠长三尺，横幅朱丝，天王二字出格双抬。……句读则如俚曲盲词，大都费解。
……但伪诏甚多，此外仍有秘而不传，以及外人不得而见者”。③ 再佐之以现存天王诏旨原件参看，
可知“天王诏旨”形制独特繁琐，以诏旨形式寄送，从规制上来说不甚方便。所以过去认为存在的
“密诏”很可能仅是洪秀全的一封“密函”而已。

“密诏”“密函”一字之差，所反映的事件内涵发生了变化。盖向来所谓代表君上旨意的“密
诏”，因“密函”的取代形式，使诛杨实践进行的正式度和天京事变发生的必然性降低。对洪秀全来
说，非正式的密函大大减少了诛杨实践的风险，倘若事情败露———可能来自对杨秀清和韦昌辉双方
的担忧，较易被人伪造的“密函”便可有多元解释，表现了洪秀全对诛杨实践实现手段的高度谨慎，
以及洪的政治权术;对韦昌辉来说，因公调动，“非诏入京”，在天京城下休整队伍时突然仅以一封来
路未明的天王密函便祭起屠刀，显示了韦昌辉当时孤注一掷的心态、对杨秀清的仇恨情结，以及他
对诛杨抱有极高的积极性。也正因韦仅有一封“密函”，才在当时就在“天国”军民中流传着韦是
“奉诏”还是“矫诏”之争，最终洪秀全一方反戈，“矫诏”说占上风，形成了极端不利于韦的舆论风
向，加速了他的灭亡。同时，“密函”的事实存在和接下来在不确定因素中引发的血案，增加了认定
韦昌辉对天京事变应付责任的分量，尽管洪秀全仍扮演着主导者。
诸多时人著述证实洪秀全只是密召韦昌辉一人诛杨。《金陵省难纪略》载“急以情事遣使达北

贼”。④《金陵杂记》载“遣腹贼至江西调北贼韦昌辉回金陵”。⑤《中兴别记》载“伪北王韦昌辉承伪
天王洪秀全伪诏”。⑥《乙丙日记》载“伪天王洪秀全令伪北王韦昌晖将伪东王杨秀清杀了”。⑦ 裨治
文关于东王北王内讧的通讯报道称“天王立即诏谕他的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火速班师勤王”。⑧ 雷
诺兹报道肯能口述:秦遇到了韦，韦对秦说:“你应随我回天京，因为我收到了天王的信函，你并不知
道此事。天王命令我杀掉东王”，⑨可知韦昌辉接到了天王“密函”，而秦日纲未有且非为参加事变
回京，肯能关于韦昌辉动员秦日纲参加事变的口述较为可信。档案史料亦如是记载，怡良奏报称
“洪逆将韦逆调回，杀死杨逆及其亲属”，瑏瑠曾国藩奏称“自韦昌辉在瑞州战败，窜回金陵，被杨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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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责，洪、韦二贼谋杀杨秀清”。① 这些史料都没有明确提出翼王石达开也接到了密信。前文已分析
石达开远在湖北，回师不易，洪秀全诛杨急切，自以性命攸关，不会舍近求远，况且杨秀清全无防备，

有韦昌辉足矣。石达开被俘后在供词中称洪秀全对韦昌辉请求诛杨一事“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
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如果石达开真的接到了洪秀全欲诛杨秀清的密信，那他就不会再赘述洪秀
全“口中不肯”和“故意加封”的权诈，而直陈“洪秀全指使韦昌辉杀杨”即可，可知石本人并不知道
密信之事。
韦昌辉最早可能在八月初二日返回天京的当晚即接到洪秀全的密信，但他似不能像张汝南记

载的那样立即杀入城中。诛杨重任非同小可，韦昌辉很难在短短几个时辰内作出周密部署，而从后
来诛杨实践事发突然且进展顺利的事实看，韦必在天京城下进行过周密的筹划和分工。

五 “东升日”

天京事变被认定于八月初四日(9 月 2 日)凌晨即已发生，而韦昌辉在这之前需要有一段更长
的时间进行筹划和分工。又如前述，秦日纲在八月初五日(9 月 3 日)夜间方才离开金坛，秦日纲是
否参与事变?

据德兴阿奏报，八月初六日(9 月 4 日)，清兵在江浦县境内“擒获割稻贼首伪旅帅谭盛际一
名”。谭盛际的身份有三种可能:江北太平军守军(江浦或九洑洲)、天京太平军驻军、北王韦昌辉
部下。当时江北和天京当局均有大规模军事运作，在谭被擒的前数日，天京当局就有“船四五十号
由燕子矶而来”，试图突破清军观音门水师防线;②江浦、九洑洲则“为江皖咽喉”，③大战在即，蓄势
待发。这两个方向的军事信息应该更为清方重视，但谭盛际没有交代任何一点来自江北和天京方
面的讯息。如果他来自江北或天京，作为军需官，理应清楚江浦或天京城中的军需储备情况，这是
非常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其重要性不亚于北王所部的动向，可是他没有提供。从谭的口供分析，他
专供北王韦昌辉所部行踪，明了其战略意图，甚至知道北王船队有“二百余只”，“八月初二日”“由
金陵登岸”，“稍息数日”，“分路攻扑”这些具体细节，谭盛际应是北王从江西带回的部队中的一员。
在北王所部驻扎京外休整期间，因长途行军所带军需不足或天京方面供给不够，谭盛际奉命前往江

北割稻于是成为可能;北王所部的军需补给及谭割稻事宜的来龙去脉因远不及北王所部的战略部

署更具情报价值，清方也就无需再在奏报中赘述。
直到所谓事变发生两日后的八月初六日(9 月 4 日)，北王部下旅帅谭盛际仍然不知道天京事

变“已经发生”的消息，他们当日白天还前往清军和团练设防的江浦县境内割稻。他在供词中连
“分路攻扑浦六营盘”的战略都全盘托出，自然不会隐瞒天京事变这样重要的信息。再结合秦日纲
八月初五日还在金坛露面的实际情况，说明八月初六日之前的天京，一切可能仍旧风平浪静，事变

尚未发生。
在有关天京事变的大量官私著述、文人笔记中，明确记载事变发生日期的有三份史料———王韬

《瓮牖余谈》、李滨《中兴别记》和李圭《金陵兵事汇略》。这三份文献均为时人记载，王韬、李圭为太
平天国战争的亲历者，与太平天国多有接触;李滨所著自序“采录官私资料约二百余种”，言之有据，
他们对天京事变发生的日期均作“八月初六日(9 月 4 日)”。④ 如果事变是在八月初六日(9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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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差大臣德兴阿等奏报观音门水师截击获胜并浦口六合防剿情形折》(咸丰六年八月十五日)，《镇压档》第 18 册，第
586—587 页。

《钦差大臣德兴阿等奏报水陆并攻金山及会攻江浦等情折》(咸丰六年五月二十一日)，《镇压档》第 18 册，第 423 页。
分别见王韬:《瓮牖余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606)，第 260 页;李滨:《中兴别记》，《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 2 册

上，第 466 页;李圭:《金陵兵事汇略》，《太平天国续编》(四)，第 268 页。



日)深夜爆发，金坛距天京 200 余里，快马一天行程，秦日纲在八月初五日(9 月 3 日)夜间金坛撤围
后赶赴天京则完全有可能参加事变。
李秀成也曾委婉地交代了天京事变的日期。他自述:自金坛撤围后，李部“移营回扎丁角村，离

句容廿五里所屯。杀东王即此时之间”。① 丁角村距金坛约 130 里，李秀成所部至“离句容廿五里”
驻扎的时间应在八月初六日(9 月 4 日)。他同时指出“杀东王即此时之间”。李秀成之所以不直陈
杀东王的时间，而是模糊地讲“此时之间”四字，是因为他既不相信“东升日”的准确性，又确实不知
事变发生的具体日期，他是根据推断秦日纲离开队伍到达天京的日期推断杨秀清被杀的时间，李秀

成后来则知道了“秦日昌(纲)因韦昌辉与东王相杀，秦日昌(纲)亦死在其内”的事实。②

杨秀清被杀的日期是洪秀全在咸丰九年(太平天国己未九年，1859)十月二十二日颁布的《天
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中确认的，洪秀全首次公布了天历六节的名称，其中“七月二十七日是东王升
天节”。③ 天历丙辰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即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日(1856 年 9 月 2 日)。后人也是据此
推断天京事变的日期。天历六节中其他五个节日的具体日期都是洪秀全自己设定的。“爷降节”、
“哥降节”分别指杨秀清首次代“天父”传言、萧朝贵首次代“天兄”传言。《天兄圣旨》在记录“天
兄”第一次下凡传言时，仅注明时间为“戊申年九月间”，而未详细标明“九月初九日”。又据韩山文
《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当时拜上帝会内有不少人假托神灵附体传言，会中有人记录下较为重要的
词句供洪秀全鉴定。④ 也就是说，这些记录既不正式，也不详细，待杨、萧代“天父”“天兄”传言的地
位经事后确认，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对他们的传言才有正式记载。洪秀全之所以将三月初三定为
“爷降节”，将九月初九定为“哥降节”，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并不知道“天父”“天兄”下凡的确切日
期，“天父”“天兄”首次下凡时洪秀全并不在场;另一方面，这与三月初三(上巳节)和九月初九(重
阳节)是中国传统节日有关。而二月初二“报爷节”则是传统的龙头节，这一节日亦非实指具体事
件。
正月十三“哥升节”、二月廿一“太兄暨朕登极节”的日期也不准确。据《新约·马太福音》第

26、27 章记载，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在逾越节(犹太教逾越节在犹太历尼撒月 14 日)的次日，
“太兄登极”是指耶稣遇难后第 40 日升天———洪秀全将《新约》中的“升天”理解为“登极”。洪秀全
亦知逾越节在十四日，只不过等同于太平天国的天历，在《长谢爷哥福久长诏》中，洪秀全讲“逾越
十四升十三，登极同日排由父”。⑤ 洪秀全既然认定逾越节是天历的正月十四日，那“哥升节”应在
正月十五日，“太兄登极”在天历二月二十四日。洪秀全却硬性规定“哥升节”是正月十三，这可能
是因为“十”“三”可以组成“王”字，又能与耶稣(“十字架”“三日复活”)、天王(“十全大吉”“三点
是洪，三日是洪日”)相比附。二月廿一这个时间，洪仁玕解释“二”“十”“一”可以组成“主”字。⑥

至于“七月念七”(天历)的划定，相较于事件更可能发生的日期“七月三十”(天历)，或是洪秀全人
为地取了一个月日数字重叠的临近时间，以附和神圣之意;或与洪秀全厌恶农历七月三十为佛教地

藏节有关;但在宣布天历六节时，许多经历天京事变的人尚健在，人为改变日期，可能还有其他更加

重要的目的，其中奥妙或许只有洪秀全知道了。
因此可初步得出如下看法:咸丰六年八月初二日(1856 年 8 月 31 日)，韦昌辉被杨秀清调回天

京，杨不许韦部入城，令在城外休整待命;八月初六日(9 月 4 日)深夜，韦昌辉下达入城命令，八月
初七日(9 月 5 日)凌晨，血洗东王府。

·98·

从密议、密函到明诏:天京事变爆发的复杂酝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续编》(二)，第 357 页。
《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续编》(二)，第 352 页。
《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47 页。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简又文译，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神州国光社 1952 年版，第 866 页。
《长谢爷哥福久长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54 页。
“A Ｒeport by Ｒev． Joseph Edkins: Questions Ｒecently Addressed to the Kan Wang，with the Answers，”in Prescott Clarke and J．

S． Gregory (eds． )，Western Ｒeports on the Taiping，p． 243．



八月初六日深夜，陈承瑢打开城门，秘密接应韦昌辉所部进入天京。南京文人王虹饮在《涵性
斋笔记》中转述其友太平天国内医衙医官哈文台所言:事变前夕，哈文台正在北王府供奉。韦部进
城后在北府中院集结，进行战前动员和北府必要的防御部署。部队出发前，洪秀全的女婿“天二驸
马”钟万信亲到北王府宣读天王诏旨，哈文台跪在现场众亲兵中间，四周戒备森严，诏书言:“天王诏
令:千祈遵天令，同心诛魔逆，永保天朝万世太平……朕实情谕尔等:东逆干犯天条，蓄意谋反，罪在
千刀万剐，尔等同心同力同向前……”①诏书的后半部分，可能因钟万信(广东人)的方言问题，哈文
台(南京人)没有听清。钟万信宣读完动员令，韦昌辉亲自披挂上马带队出发，直扑汉西门黄泥岗附
近的东王府，喋血天京。
洪秀全派亲信到北王府进行战前动员，下达明诏，说明诛杨实践已由“密议”“密函”发展到“公

开声讨”，洪秀全此时也是孤注一掷，并非学界过去认为的洪在事变中一直是暗处操控。诛杨实践，
对“诛杨”一方来说，经历了从“同盟密议”“靖难密函”到“诛杨明诏”这样一个复杂的酝酿。整个
过程既有必然性，也存在很大的突发性、偶然性，不像学界过去强调的“诛杨”的一切行动和进展都
是在阴谋之下有条不紊地推进:“密议”并未促成诛杨实践，却形成了稳固的隐性同盟，各王彼此心
照不宣，“诛杨”目标取得一致;“密函”因韦昌辉的奉调回京而事发仓促，且使“诛杨”的书面动员不
具正式形式，却又因“密议”的存在具有了可行性，同时使得“诛杨”大事在不稳定因素中开始付诸
实践;“明诏”使诛杨实践的暗流正式发展为公开的政潮。三个环节层层相扣，不可或缺。诛杨实践
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完成酝酿，而它的成型却是在 5 天之中瞬间完就的。这一切使得事变的历史表
征具有了突发性和偶然性。天京事变就是在必然因素与可变因素的交织下呈现于后人的历史记忆
中的。所以美国学者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将“导致杨秀清和数千名太平军丧生”的原因笼
统地归结于“一连串的事”，并指出“这个变化的时机与动机并不清楚”。② 另一位美国学者裴士锋
(Stephen Ｒ． Platt)也称天京事变是“一场情况浑沌不明的流血政变”。③

六 “盛衰分水岭”

长期以来，天京事变被视作太平天国的盛衰分水岭。而实际上，关于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分
水岭”的定性，并未在西方学界产生共鸣。由于中外学者在历史价值论上的差异，西方学者普遍认
为没有必要对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或人物进行类似的评价。当然直陈内讧的严重影响，这不等同于
为事件定性，如梅尔清(Tobie Meyer － Fong)就认为“内耗几乎毁灭了太平天国自身”，但她所讲“内
耗”的时间范畴是整个天京政权时期，即 11 年多的时间内，并非专指天京政变。④ 美国学者孔飞力
(Philip A． Kuhn)在陈述“1856 年下半年至 1858 年年中，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颓势终以战略要地九
江的易手和清军重建其对南京的包围圈而达到顶点”这一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指出“尽管太平军的
中央已陷入混乱，但这运动在普通士兵中仍保有旺盛的活力”。⑤ 他显然未持太平天国因事变而衰
的看法。在孔飞力的另一部著作中，他更倾向于把 1860 年后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失败看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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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虹饮:《涵性斋笔记》，金陵书局民国 6 年(1917)刻本，转引自周勇、王炳毅:《洪秀全确有“密诏”杀死杨秀清》，《社会科
学报》(上海)1989 年 1 月 12 日，第 2 版。按，王虹饮为道光年间举人，太平军占南京后，王隐姓埋名，目睹了太平军的许多事情，
周、王二人误将“王虹饮”作“王冬饮”。又，“千祈遵天令”“朕实情谕尔”“同心同力同向前”等句，常见于洪秀全诏书，符合洪的语
言语气，参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31、32、33、34、36、37 页。诏书以“天王诏令”起始亦符合太平天国文书制度。根据洪秀全现
存诏书及张德坚《贼情汇纂》所述天王诏旨形制、语言特征，哈文台口碑是可信的。

史景迁:《太平天国》，第 276 页。
裴士锋:《天国之秋》，黄中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1 页。
Tobie Meyer － Fong，What Ｒ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 5．
孔飞力:《太平军叛乱》，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第 287 页。



的重要失误。①

关于天京事变的具体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量的细化:

第一是在兵员方面。李秀成在自述中指出“北王杀东王之后，尽将东王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
男妇尽行杀净”，②这也说明大屠杀并没有涉及太平天国各馆衙及城防部队，韦昌辉所杀为东王“亲
戚属员”，大多是“老弱妇孺”。就算妇孺也非全杀，《金陵杂记》记载:“并杀其(杨秀清)亲丁廿七
口，其被掳奸淫为伪王娘者五十四口同时并杀，以及掳禁服侍被奸有孕者亦皆杀讫，余掳妇女未

害。”东王被杀后，只有东殿尚书傅学贤率众进行了短暂抵抗，“韦贼出东巢，与傅贼巷战三日”，③考
虑到东府牌刀手总共只有 1 600 人，④且多数已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杀，所以此次巷战对参加大屠
杀的北府、燕府亲兵来说兵员损失不大。据《贼情汇纂》统计，东王府共有大小属员 3564 人，⑤加上
被株连的妇孺老幼总数也不会超过万人。镇江某塾馆教师孙某于咸丰六年八月十六日听闻“(江
宁)贼众自相屠杀，已将杨秀清杀了，死者万余人”，⑥《金陵杂记》称“计在内东党为北贼杀者约万
人”，⑦当可信。
在地方上，手握兵权的杨姓国宗被株连仅有安庆一例，《乙丙日记》载:“安庆省伪右四检点张

(潮爵)奉伪天王令将杨国宗(秀清之兄)杀了，并杨姓三人皆杀之。”⑧杨秀清安插在地方上的心腹
将领，如驻军湖口的东殿十二承宣胡鼎文、东殿左三十一承宣黄文金，驻军孤山的东殿七十一承宣
赖桂英，驻军东西梁山的东殿五十二承宣陈某，驻军芜湖的东殿五十四承宣陈承瑚，驻军湖北武穴

的东殿工部一尚书莫思兴，驻军安庆的东殿吏部二尚书侯淑钱等，都幸免于难。⑨

韦昌辉屠翼王府，“将翼王全家杀了”，瑏瑠所杀者主要为石达开家眷，石部下将士大多出征在外。
韦昌辉伏诛，总共才有两百余人被杀，瑏瑡“北贼所属皆不问”，瑏瑢北王旧部根本没有受到株连。曾参加
太平军的英国人呤唎(A． F． Lindley)也认为:“北王、东王以及他们的部下亲信这么许多人都被处
死的报导，是十分夸大的。”瑏瑣所以殁于内讧的太平军骨干将士数目应较少。
有学者根据《李秀成自述》认为，石达开率十余万太平军精锐出走给太平天国造成了致命打击。

李秀成讲:“翼王将天朝之兵尽行带去”，“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瑏瑤 在囚笼中的李秀成，多自诩
挽狂澜于既倒，夸大己功，所述有妄诞之处。咸丰七年(1857)闰五月初六日安徽巡抚福济奏报:
“兹据无为州在籍教谕邾煐等禀称:五月十八日石逆由金陵带其党与数千，道经该州，前往上游，到
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洪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瑏瑥据清方档案，石达开自天京出走，途
经无为州时只带有数千将士，这不过是他的亲兵卫队。又据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二日署两江总督何
桂清奏报军情折所附《金陵城中著名逆首职衔姓名清单》共记 19 位重要人物，瑏瑦其中仅有夏官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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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巡抚福济等奏陈金陵内讧石达开出走请饬湖北江西防剿折》(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日)，《镇压档》第 19 册，第 420

页。
《署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报溧水善后并各路军情折》(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二日)，《镇压档》第 19 册，第 429—430 页。



蔡子贤离京远征，可知天京城中鲜有高级官员随石出走。
石达开于咸丰七年九月率军离开安庆前赴江西，据西安将军福兴探报，由皖入赣的太平军“分

股突至者前后六起，计数实有三四万众”。① 这支部队一直都是由石达开统帅，他由江西赴天京破
围，自安庆赴援武汉，由安庆靖难诛韦，带领的都是这支队伍，而且石达开在离开天京之后还将自己

在宁国的驻军交给陈玉成指挥。② 所以石达开由皖入赣时只带走了三四万人。根据曾国藩的奏报，
江西太平军总数原来约有 7 万，其中包括二三万入赣投军的天地会部队———花旗军。③ 石达开入赣
后，江西太平军总数约有 10 万—11 万。但在江西也有不少太平军不服调遣，甚至与石部火并;④几
千名吉安太平军也未弃城出走，他们坚守城池直至咸丰八年八月十五日(1858 年 9 月 21 日)，此时
石达开大军已离开江西近半年了。⑤ 石达开后来进入浙江时只有 5 万—7 万人跟随，⑥这也不全是太
平天国的精锐，其中天地会部队的素质较低，清方官员曾嘲讽江西太平军“并无悍贼，不过游匪”。⑦

石达开到广西时，随行的将士又大多弃他而去，重新返回太平天国主战场。⑧

第二是在疆域方面。武汉失守不能完全归因内讧。在事变前，石达开率四万太平军援军与湘
军鏖战，都不能取得优势;下赴安庆停驻，石达开组织由水陆两路上济武汉，也未奏效。战事失利的
重要原因是湘军水师远居优势，而在鄂太平军战力较差。石达开援鄂兵团士卒多为临时抽调，“其
凶悍老贼不满二千;其上年从江西新附粤匪(天地会)二万甘心作贼”，⑨缺乏实战经验。所以船少
兵弱的太平军很难突破湘军的江面封锁而取得制江权，瑏瑠这便严重限制了对武汉城防太平军的军需

接济。事变前，太平天国在武汉前线投入的兵力已达六七万人，这是太平天国当局在鄂可用兵力的
最大化，太平军却在长期的武汉消耗战中渐处下风，敌对双方的实力决定了太平军弃守武汉的必

然。
江西失守的主因也非石达开出走。咸丰六年春，太平军占据江西大部州县，但各地守军因力量

分散而株守各城，未能再有大的军事进展，这同时给了湘军集中兵力，攻坚拒援，徐图恢复的时机。瑏瑡

天京事变发生前，太平军在江西已持防御态势，石达开谕令各地将领“谨守江西”。瑏瑢 韦昌辉、石达
开、黄玉崑各率大队太平军援赣，仍然不能改变与清军的相持战局，江西战场的力量对比正在悄然
变化。武汉失守后，湖北湘军水陆东向，湖南湘军和粤军也先后组织重点进攻，太平军在江西的占
领区不断被蚕食，势力范围被压缩到几个军事据点，但太平天国当局却因战线太长，兵力不敷调派，

无力再组织大规模机动兵团援赣。事变发生后，石达开率数万太平军由安徽进入江西，力图挽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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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西安将军福兴奏报皖敌进犯贵溪现督兵扼剿并陈敌众兵单折》(咸丰七年九月十八日)，《镇压档》第 19 册，第 655 页。
《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续编》(二)，第 353 页。
曾国藩奏称:“统计江西境内广西满发老贼与广东、湖南新附之贼约在四万以外，本省甘心从逆之匪约在三万以外，而皖鄂

两省上下往来之贼不在此数。”(《兵部右侍郎曾国藩等奏覆专弁咨催崑寿赴江南并陈江西近日军情片》［咸丰六年八月初七日］，
《镇压档》第 18 册，第 578 页) 胡林翼在《复皖抚翁祖庚》中说:“自五年冬，石逆从义宁入江西，与粤东之匪二三万合并。”(《胡林翼
全集》中册，《胡林翼书牍》卷 13，上海大东书局民国 25 年［1936］刻本，第 15 页)

石达开入赣后，“大不放心，乃将其家眷资财留在抚州城中，自往吉安，欲援临江”，结果抚州太平军“杀其眷而夺其财”
(《何桂清致自娱主人函》，苏州博物馆等编《何桂清等书札》，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1—62 页)。左宗棠也得到了“石逆眷
属被抚州广码劫杀”的消息，石达开甚至“调太和、万安各贼同回抚州”处理此事。(左宗棠:《与刘荫渠萧濬川》，《左宗棠全集》第
10 册“书信一”，岳麓书社 2009 年版，第 256 页)可见石达开在江西并非一呼百应，甚至有不少反对者(特别是原为天地会的太平军
部队)。

《江西巡抚耆龄奏报官军克复吉安府城情形折》(咸丰八年八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镇压档》第 20 册，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50—552 页。

Ian Heath and illustrated by Michael Perry，The Taiping Ｒebellion 1851 — 66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Ltd．，1994，p． 5．
《何桂清致自娱主人函》，《何桂清等书札》，第 61 页。
《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将领缕陈军情请准暂居原职共图报效本章》，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三)，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6—168 页。
《湖广总督官文等奏报水陆分攻鲁家巷等处获胜情形折》(咸丰六年八月十五日)，《镇压档》第 18 册，第 588 页。
太平军始终无法完全控制长江天堑，以及最终败于湘军，都与太平军水师战力较差有关。
《江西学政廉兆纶奏报江省大势难支请速简大员督办赣浙军务折》(咸丰六年四月十四日)，《镇压档》第 18 册，第 337 页。
曾国藩:《江西近日军情据实复奏折》(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曾国藩全集》第 2 册，第 159 页。



己辛苦开辟的根据地和嫡系部队，结果在江西转战半年屡战屡败，瑞州、临江、抚州三重镇相继失
守，吉安也被曾国荃完全围困。① 太平军在江西败局已定，战略转移反而有利于有生力量的保存。
可以说，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湖北和江西根据地的丧失，是敌对双方长期鏖战、力量消长的结

果，天京事变只存在一定的催化作用，如九江的最终失守与石达开近在咫尺却不施援救不无关系;

但即便石达开率军前往，也没有完胜的把握。②

石达开出走前，在安庆向洪秀全上奏了一份援京计划本章，被清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探

得:“令贼党李寿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
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德兴阿认为，“书中之意似
与洪逆各树党援，不相附丽”。③ 石达开在本章中列举的名单的确都是不愿随他出走者，意在婉拒洪
秀全请其回京辅政的恳求，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天京方面此时还有其他机动兵力可调。如按石达
开的提议，由石部入浙牵制江南大营，由陈玉成、李秀成联合捻军经略江北、东援天京，太平天国大
局并非不可为———事实证明，太平天国二破江南大营的战略计划即是石达开在三年前所提方略的
复本。
石达开出走后，安徽二十余府县还在太平军手中，陈玉成在皖北、李秀成在六安、李世贤在南

陵、张潮爵和陈得才在安庆、韦俊在池州、陈坤书在芜湖、朱凤魁在宁国、梁立泰在桐城、叶芸来在潜
山、赖桂英在当涂、赖文鸿和古隆贤在青阳，安徽太平天国的局势尚算可观。九江失守，黄文金、洪
春元等率领上游太平军撤入安徽境内，主要集结在芜湖、繁昌一带，“上游逆党又缘官兵恢复九江，
纷纷下窜。其屯聚之处，大率以芜湖、繁昌为巢域，而分踞奎潭、石峗、峨桥等处，往来扑扰，飘忽靡
常……凶焰未尝少息”，④这极大地增强了安徽太平军的力量。安徽太平天国战局的实际状况并非
急转直下，而主要是各地处于相对分散状态，缺乏统一有效的战略指挥和部署，⑤这种状态在咸丰八

年六月太平军枞阳会议之后得以结束。
天京事变的确与这一时期太平天国暂时的战略退却有关，但是没有造成太平天国元气大伤。

事变后不久，太平天国迅速地再破江北、江南大营和开辟苏南、浙江疆土说明了这点———新的统一
的领导核心对“天国中兴”发挥了作用。太平军二克江北大营，开创局部战略进攻的新局面，时在咸
丰八年八月二十日，上距石达开由安庆出走之咸丰七年八月十八日仅一年的时间。此外，被誉为太
平天国史上闪光点的洪仁玕新政、《资政新篇》和李秀成的地方建设新思维恰恰是在天京事变后的
所谓太平天国后期诞生。
而大量数据将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时间指向 1860 年代。1860 年，太平天国控扼苏南，社会战略

着手执行，太平天国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照旧承袭清朝旧制，亦因承旧弊，逐渐丧失社会变革的理

性和进取精神，在执行政略上犯了诸如贪污腐化、浮收舞弊、苛敛暴虐、自我孤立等严重错误，民变、
民团、盗匪活动频发，社会失控初露端倪，埋下了太平天国亡于江南的种子。也正是在这一年，孔飞
力所说的地方军事化等历史表征开始呈现———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借兵助剿”提上议程;江南团练繁兴;地方绅权反弹。⑥ 但如从军事战略全局着眼，直到 1862 年上
半年，太平天国仍然对东线战场的上海保持压力。太平天国的战局基本上是在 1860—1862 年一段
时间之内发生转变的，除上述 1860 年的表现外还有:二次西征失败(1861 年 6 月)、安庆失陷(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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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镇压档》第 19 册，第 544—547 页;《镇压档》第 20 册，第 119—123 页，第 323—325、550—552 页。
《江西巡抚耆龄奏报官军克复九江并派大员前往督办善后事宜折》(咸丰八年四月初十日)，《镇压档》第 20 册，第 270—

271 页。
《钦差大臣德兴阿等奏报金陵镇江敌情现饬加意防剿折》(咸丰七年九月十六日)，《镇压档》第 19 册，第 639 页。
《钦差大臣和春奏报官军截剿金陵获胜及上游接仗情形折》(咸丰八年六月二十日)，《镇压档》第 20 册，第 443 页。
濮友真的研究指出，1856 年后太平天国的主要困境不仅是内部倾轧和名将石达开的出走，还有无能的洪氏宗族取代首义

诸王掌控太平天国政局而造成的失序。Eugene Powers Boardman，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Ｒebellion，1851 —
1864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2，pp． 22—23．

参见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第 217—232 页。



年 9 月)、清廷借师助剿(1862 年 2 月)、庐州失陷与陈玉成被俘(1862 年 5 月)、天京被围(1862 年 5
月)、上海战役失败(1862 年 6 月)、雨花台战役失败(1862 年 11 月)、苏南和浙江根据地被蚕食
(1862 年 2 月左宗棠入浙始)等。过去有所忽视的是同时期某些具有密切联系的历史事件的有机
结合对历史进程产生的重大影响。所以，太平天国由战略进攻、战略防御转入战略退却并非以某一
具体历史事件为标志，也不太可能在某一年度内就完成转型，而是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化

过程，并且与大的社会背景、国际局势密切相关。
天京事变的影响主要在信念方面。石达开率部出走后，在江西与反对分裂的太平军火并，民间

遂有“江西贼杀贼，南京王杀王”的谚语，①苏州一带还流传着“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
主，依旧让咸丰”之类的打油诗。② 天父福音的终止和东王升天，对上帝神话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讽
刺，太平军军民在精神上的迷茫演变为政治分裂的关键因素，这对极端依靠上帝信仰维系国运军心

的太平天国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而事变发生不久，太平军中出现了中高级官员自立
旗号之事。尚书段立刚曾奉杨秀清军令赴上江(因长江从安徽流入江苏，故旧称安徽为上江，江苏
为下江)一带招兵。杨秀清被杀后，段在安庆以北的桐城孙家坂小街聚众集盟，自号“代天都招讨大
将军”，准备起事，后被李鼎新为首的地方团练扑灭。③ 还有部分太平军丧失信心，出城投降，在瓜
州，“外间射书招降，贼中业已周知，人心悉散，时有乘间出投者”。④

但总体来讲，太平天国的信仰危机不是由天京事变一个历史事件造成的，还与政局紊乱、政治
腐败、政权体制、宗教的局限性和时效性等因素有关，这是积重难返的恶果，而且精神上的影响需要
经过一定时空的积聚方能完全显现。天京事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前线，清军立即射书入武昌、汉阳劝
降，太平军却不为所动，严词拒之。官文失望地向咸丰奏报:“老贼过以死拒，意在溃窜，别图滋扰”，
“自来逆贼沉迷邪教，妄言生为地狱，死乐天堂，逆心至死不变”。⑤ 即使到咸丰十一年，在普通太平
军身上仍然可以看到拜上帝教义的强大力量。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访问南京时，
与一位即将出征的士兵谈话:

“不怕受伤或被杀死吗?”他回答说: “不! 天父会保佑我。”
“如果你会被杀死，怎么办?”“无所谓，我的灵魂将升入天堂。”
“你有什么功劳可以上天堂?”“不，不是我自己的功劳，完全是通过天兄的功劳才能升
天。”

……
我又问: “基督做了什么神圣的事情?”这位年轻人准确地讲述了救世主为世人所付出的辛

劳，诸如他降临世间，受尽磨难，并死在罪人之所，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苦难。
我问他是否相信这一切，他回答说: “确实相信。”⑥

可见在 1860 年代，部分普通士兵对上帝信仰仍然充满着激情。托马斯·H． 赖利(Thomas H．
Ｒeilly)在他的著作中通过对太平天国占领区民众的信仰实践、太平军地域来源和社会组织结构的
观察，驳斥了“仅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最初的一批核心成员里的狂热分子自愿实践这种信仰”的成
见。⑦ 李秀成虽然在国破被俘后所写的自述中表现出对洪秀全“言天说地”“靠实于天”的不屑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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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①但他自己却是个地道的太平信仰实践者，“他在每个城市都为最近取得的重大胜利举行感恩礼
拜”;②每逢战事，李会在大兵所到之处，“择一空阔地方”，“率众官兵大齐欢呼，敬拜天父”。③ 再如，
同治三年(1864)六月二十三日，官文、曾国藩等奏陈南京破城情形:“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
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④天京太平军将士的坚定信念可见一斑。
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在太平军开辟苏南、浙江基地之后，在盲目扩招来的许多“新

兄弟”(有不少游民和降兵)身上，他们的宗教感淡漠，上帝信念的实践因他们的普遍存在而愈发苍
白无力。⑤ 只不过，这是由腐败、盲目扩军、疏于教育、立政无章等多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结
果，并非事变之直接影响。
结合相关史实和上述论证可知，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虽然造成了一定影响，但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其影响尚不能以“盛衰分水岭”定性。

余 论

天京事变虽不足以作为太平天国的盛衰分水岭，但它是太平天国权力斗争最惨烈、最血腥的一
环，而太平天国贯穿始终的权力斗争是“天国”陨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天京事变惊雷过后，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非但没有在这场血腥屠杀中汲取教训，反而继续醉心于

权谋诡谲。事变后不久，天京朝内党争死灰复燃，且愈演愈烈，以洪仁玕、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为
首的中央亲贵和以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大有不可调和之
势。太平天国覆灭前的政局就是处于中央与地方、中央内部、地方内部等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之
中。⑥ 太平天国内部的乱象，亦被敌方探闻。同治元年(1862)九月，浙江巡抚左宗棠奏称:“查贼中
伪王可数者共三十余，惟伪忠王李秀成、伪章王林绍璋与李世贤相投合，余则彼此猜忌，势不相下，
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伪勇王洪仁达尤为各贼所恨，似从前杨、韦两逆互相吞噬之事不久必将复
见。”⑦天京中央政权的权力倾轧虽未像左宗棠预测的那样再次迅速趋于白热化，但上行下效，蔓延
地方，太平军各地方势力之间内斗成风，付出了惨重代价。
如咸丰九年(1859)八月，为躲避杨辅清、杨宜清兄弟的寻衅，时任太平天国右军主将的韦俊率

军由池州渡江，意欲投靠李秀成而另寻地盘。结果为陈玉成所不容，双方“彼此忿争，于和州地界两
相杀戮”，李秀成部支持韦俊，与陈玉成部械斗，“杀毙数千人”，韦俊最终决意降清。⑧ 咸丰十年
(1860)五月，英王陈玉成专程由天京赴苏州，与忠王李秀成会谈苏南地盘划分问题。陈玉成因在
“江南无立足之地”，“意欲提兵赴浙江上游一带”，与李秀成发生争执，迫使干王洪仁玕前往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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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停忠英二酋之误会”，①最终陈玉成只在苏南要得唯一据点丹阳。②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驻
军苏州的陈坤书与驻守石门的陈炳文为争地盘在嘉兴城下火并。③ 再如同治元年(1862)二月，归王
邓光明与保王童容海在杭州内讧，童容海部“先攻大关，与邓为难。焚掠数日，闯入城内，欲劫其珍
宝财物，并毁其居”，④邓光明率众据柴垛桥相抗，经李秀成出面调解，邓光明付万金予童，童方“拔队
出城”。⑤ 同治二年(1863)七月二十日，嘉兴守将荣王廖发寿与乌镇守将何培章突然率军占领桐乡
和濮院，“以通妖为罪案，逮钟拷掠”，驻守在此的筱天义钟某所部三千人被消灭。⑥ 到了天京陷落后
将近一年，即同治四年(1865)初夏，侍王李世贤所部与清军战于闽西南的永定，全军数万人溃败，李
世贤“带伤从十数贼策马过河”，生死未卜。⑦ 六月二十八日，死里逃生的李世贤前往镇平投奔康王
汪海洋，汪恐李夺其权，于七月初三日夜将李世贤杀死，并杀其旧党 5 人，诬以“已降官军，兹入镇平
复结党图为内应”。⑧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汪海洋在广东嘉应州作战时中弹身亡，传闻死于李世贤心
腹的报复仇杀。⑨ 仅一个月后，太平军余部谭体元所部亦败，南方太平军宣告覆灭。瑏瑠

以上所列举的，仅是太平天国地方权力斗争中见诸史册之较有代表性者，仅同治元年一年内就

闹出数十起规模较大的内斗，至于地方各太平军部队之间攻夺“馆卡”的大小事件则数不胜数。太
平天国权力斗争的影响很明显，长期内耗是太平天国覆灭的重要原因，而地方内耗的影响因子尤为

不可忽视。该论断也支持了不宜将天京事变视作太平天国盛衰转折点这一观点的立论。一方面，
大多数地方将领株守畛域，坐视太平天国中央政权覆灭而不顾，他们“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瑏瑡

对中央调派援京的指令置若罔闻;另一方面，忙于享乐和内争的施政者，全然不记得起兵伊始对百

姓的许诺，他们的《天朝田亩制度》成为一纸空文，土地分配制度从来就没有施行过，却代之以严刑
峻法、苛捐杂税，太平军进而失去农民的支持，甚至激变田野。瑏瑢 正如美国学者蒲乐安(Ｒoxann
Prazniak)所言:“叛乱者定都南京后，由于在常年战争条件下协作进行社会运动埋下的隐患，叛乱领
导人之间的分裂削弱了叛乱者实现其革命目标的努力，这些目标包括平均分配土地和废除官方把

持、维护统治的中国传统经典。”瑏瑣与良性社会政治背道而驰的是，互相劫掠和内斗成为太平天国地
方行政的风潮。曾国藩和李鸿章都观察到“各贼不能相统，此贼所踞，难免彼贼劫掠”的现象。瑏瑤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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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人方芬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下因广西籍太平军和广东籍太平军(前身是天地会部队)在浙江金华

自相攻杀而殃及无辜百姓的凄惨场景:

雀鼠争雄未肯降，五花旗帜舞猖狂。
频驱士女充军数，尽废田园作战场。
两广锋交黄石岭，八方火起白沙庄。
村墟寥落成乌有，一望无垠百里长。①

民间甚至针对据守太平军和过境太平军内斗一事，区别称之为“卡贼”“野贼”或“野长毛”。②

可以说，太平天国日益失去民心，注定了它最终陨落的命运。

〔本文是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与全面
依法治国”阶段性成果; 同时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通纪第六卷”( 项目编号:
200410120103006 ) 和 国 家 清 史 纂 修 工 程 项 目“传 记—类 传—农 民 领 袖”( 项 目 编 号:
200510120304010) 相关研究成果〕

( 责任编辑: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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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s administrative effort dividing Jiangnan into differing provinces; and the most direct reason，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and those who passed the exam in this region was shockingly disproportionate． Due
to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Qing Empire’s overemphasis on the grand unification，the proposal
ended fruitlessly． Such failure was ascribed to multiple causes – the urban factors，differing attitudes of
regional officials and local gentries，the central court’s restrictions，and so on． In face of the epistemic e-
quality and regional balance，the Qing government had to choose the latter． As a consequence，Jiangnan
paid a heavy price for quite a long time．

Changes of Origin of Authentic Traditional Medicinal Herbs and the Socio － Cultural Ｒeconstruc-
tion: The Case of Ningxia gouqi，or Lycium barbarum WANG Yan － ping
As late as the late Qing the Ganzhou gouqi was replaced with its counterpart in Ningxia，which assumed
the authentic origin of suc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rizontally examining concerned materials，
readers may find that the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trade records were more serious about the authenticity
than the medical narratives per se． Besides this，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water environment and plant-
ing patterns in Ganzhou and Ningxia were indispensable to the alterations to the authentic origin of gouqi．
Despite foregoing discussions，the reconstruction of gouqi’s significance to medicine and everyday life was
coincident with the similar work done to unauthentic gouqi produced in numerous regions． For this rea-
son，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apart from the true effect，the environmental change，trade，and socio －
cultural elements played quite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authenticity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andestine Meetings，Secret Letters，and Public Decrees: The Complicated Gestation and Birth
of Tianjing Incident，a Controversial Watershed of the Taiping Ｒebellion LIU Chen
In the fall of 1856，Taiping tianguo，or the Heavenly Kingdom of Great Peace，was plunged into darkness
due to an unexpected incident taking place in Tianjing，or the Heavenly Capital． The reason of the Inci-
dent was complicated． The present paper draws several new conclusions． The reason that why leading
generals simultaneously moved to Tianjing might lie in Yang’s order of redeployment rather than in the
Heavenly King’s secret decree． What the King issued was not secret decree but secret letter and the se-
cret decree getting rid of Yang was sheer fiction． The date of Yang’s execution was artificially moved up．
The King did not operate secretly，but instead issued the public decree executing Yang． The Incident was
a historical memory interweaving inevitability and variability． Nevertheless，it was not enough to be the
watershed of the Taiping Ｒebellion．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Ｒebellions comprised a process
rather than an incident． Incessant internal struggles for power showed the crucial role the popular support
played in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Kingdom．

Exhorting People to Live a Virtuous Life: Yu Zhi and His Charity Endeavor in Late Qing
Wang Wei － ping

Yu Zhi，a Wuxi native，was a professional philanthropist in the late Qing． His charity endeavor comprised
mainly the work exhorting people to do good and doing good in person． Especially Yu took responsibility
for teaching the ordinary people how to live a virtuous life． Therein lay the most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of Yu as a philanthropist． Specifically，Yu improved existing village covenants; penned textbooks at the
primary level; played dramas in praise of acts of kindness; and published writings advocating good deeds．
Not only did Yu try his utmost to exhort local residents to virtuously and beneficently act，but he also ex-
hausted his ability to help people in need． His endeavor was in harmony with the need of the ruling class
and compensated the absence of account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Yu did play a role that could not be
play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Exactly for this reason，Yu，a commoner，was rewarded by the Qing 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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